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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日元僧东陵永玙书法考略

康 　佳　　琦

A Study of Donglingyongyu’s Calligraphy

KANG Jiaqi

As the last monk who went to Japan from China in Yuan Dynasty, Donglingyongyu 
was not only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Buddhist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but also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spread of calligraphy to Japan in 
Yuan Dynasty. First of all,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life of Donglingyongyu, and finds out 
the reason why he did not fear difficulties and dangers and went to Japan to promote 
Buddhism. Secondly, it analyzes existing works of Donglingyongyu one by one, and 
discusses the origin of his calligraphy and the related calligraphy-thoughts. Finall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Yuan Monks in the calligraphy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by focusing on Donglingyong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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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中日两国间的佛教交流，最早始于公元六世纪，并且是通过朝鲜半岛作为媒介而间接进行的。之后经

由圣德太子的推崇与弘扬，开始在日本国内开始大力推行佛教，并派遣使者直接“入唐求法”。这一举动不

仅打破了先前间接交流的模式，同时也开启了两国佛教间长达千余年的友好交流。这其中，中国文化在日

本的广泛传播，长期有赖往来于两国之间的佛教僧人。他们不仅是带有政治色彩的使者，同时也是文化交

流的传播者，尤其对书法艺术方面的交流有着不可忽略的贡献。然而，当下学界对于僧人书法的研究尚处

于一个瓶颈期，亦或说是将其排除在书法史的主流研究之外。有关僧人书法的研究，虽然在中日两国的学

术界早已展开并且诞生了相关研究成果，但是总体上呈现出与其历史地位不相符合的现象，尤其是在元代

中日僧人的书法交流方面。

　　伴随着“大元”国号的确立，1271年蒙元王朝正式拉开大幕，适时的日本正值幕府统治的镰仓时期。

元世祖忽必烈意图以武力征服邻国日本，先后历经“文永之役”、“弘安之役”，均以失败而终。两国在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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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战争的冲突之后，虽然暂时停止了国家层面的交往，但是民间的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交流却空前

繁荣。时至成宗，其秉承世祖“欲聘有道衲子，劝诱以为附庸”1）的遗愿派遣元僧一山一宁赴日，此举不仅

为元代中日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拉开帷幕，同时也为书法艺术的交流带来了全新局面。据木宫泰彦所著

《日中文化交流史》的记载，目前有史可稽的商船往来有四十余次，其中赴日僧十三人，史册留名的入元僧

竟多达二百二十余人2）。如果说一山一宁是元僧赴日的先行者，那么作为元朝最后一位赴日僧东陵永玙便为

这场东渡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鉴于东陵永玙的特殊性，本文以其留存于世的书法作品以及相关著述进

行统计整理，考察其书法风格及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并由此延伸探讨元代僧人在中日两国间书法交

流方面的作用。

二　东陵永玙与《玙东陵日本录》

1 　东陵永玙

　　东陵永玙（1285-1365），号东陵，四明（今浙江鄞县）人，曹洞宗宏智派僧人，现存可见遗著仅有《玙

东陵日本录》，此外《关东诸老遗稿》中也有其相关著述可见。目前有关东陵永玙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其对

中日两国间的佛教交流所作的贡献，且以日本学者的研究较为集中。如高楠顺次郎的《大日本佛教全书》、

玉村竹二的《五山文学新集》《五山禅僧传记集成》《日本禅宗史论集》《五山禅林宗派图》、上村观光的《五

山诗僧传》、北村泽吉的《五山文学史稿》、今枝爱真的《中世禅宗史的研究》、村上专精的《日本佛教史

纲》等，对东陵永玙赴日后的交游、文学创作以及相关佛法交流等活动进行了详细论述。相比较之下，中

国学者给予东陵永玙的笔墨较为吝啬，仅散见于杨曾文的《中华佛教史》、王颂的《世界佛教通史》、孙东

临的《东渡日本的宋元僧侣及其在日本文学史上的贡献》、罗鹭的《五山时代前期的元日文学交流》等，与

其在禅宗史上的地位严重不符。东陵永玙作为日本禅宗“二十四流”3）之一“东陵派”的创始人，为日本佛

教界留下了宝贵财富。日本学者玉村竹二曾在其所著《日本禅宗史论集》中说道：“本来传法者，东渡十七

师，南询三十一师，其中有法孙继后者有二十四流。”4）这些远赴日本的宋元僧侣一方面为日本佛教的发展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另一方面也为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东陵永玙作为元代最后一位赴

日僧人，其东渡之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有关东陵永玙的生平事迹，日本学者玉村竹二曾在《五山禅僧传记集成》进行过简单的论述。虽说篇

幅仅有一页之短，但却将所参考的文献资料汇编于文后，为我们研究东陵永玙的其人其事提供了强有力支

持。现将其列举如下：《玙东陵日本录》、《关东诸老遗稿》、《四明竺仙和尚语录》、《来来禅子东渡集》、《东

1 ）	《一山国师语录·行记》，《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0卷，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961年，第331页。

2 ）	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20页。

3 ）	“二十四流”即为 ：千光派（荣西）、道元派（道元）、圣一派（圆尔）、法灯派（觉心）、大觉派（道隆）、兀庵派（普

宁）、大休派（正念）、法海派（静照）、无学派（祖元）、一山派（一山一宁）、大应派（南浦绍明）、西涧派（西涧子

昙）、镜堂派（镜堂觉圆）、佛慧派（灵山道隐）、东明派（东明慧日）、清拙派（清拙正澄）、明极派（明极楚俊）、愚

中派（愚中周及）、竺仙派（竺仙梵仙）、别传派（别传明胤）、古先派（古先印元）、大拙派（大拙祖能）、中岩派（中

岩圆月）、东陵派（东陵永玙）。
4 ）	杨曾文，《日本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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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一沤集》、《无规矩》、《金波海》、《铁庵和纪》、《佛祖宗派图》、《空华集》、《空华日用功夫略集》、《延宝

传灯录》、《恩林寺过去帐》、《龙镜寺过去帐》5）。关于东陵永玙赴日前的记述相对较少，我们可以从以下简

短的论述中探究一二：

　　“京兆南禅寺东陵永玙禅师，元国四明人。随云外岫得洞上之宗，开法本州天宁。常有志东游，有

昆山客谓师曰：‘大仓县，有往日本舶。’师欣然整包。”6）（《延宝传灯录》卷第四《南禅东陵永玙禅师》）

　　“释永玙，元国四明人，东陵其号也。自少参方，随天童云外岫和尚。得洞上之宗，开法本州天宁

寺，学徒奔归。常志游扶桑，而无由渡海。至正十一年春，昆山谓曰：‘大仓县，有往日本舶。’师欣

然整包。”7）（《本朝高僧传》卷第三十《京兆南禅寺沙门永玙传》）

　　“京兆南禅寺东陵永玙禅师，元国四明人，未详氏族。”8）（《日本洞上联灯录》卷第一《元明州天童

云外云岫禅师法嗣》）

　　东陵永玙生逢元朝建立之初的旧宋故土，百废待兴，其“自少参方，随天童云外岫和尚。得洞上之宗，

开法本州天宁寺，学徒奔归。”至于东陵永玙为何自幼便参游诸方，宣扬佛法，或许与其家学渊源有关。东

陵永玙曾为宋代高僧无学祖元撰写碑铭《大日本国山城州万年山真如禅寺开山佛光无学禅师正脉塔院碑

铭》，并在其中说道“禅师予叔祖，俗有瓜葛。”9）无学祖元（1226-1286），字子元，号无学，法名祖元，南

宋理宗时期生于明州庆元府鄞县。其曾历经元兵入侵南宋，并于温州的能仁寺与元兵对峙。面对生死之际，

无学祖元神色自若，朗声吟唱一首偈语：“乾坤无地卓孤筇，喜得人空亦法空。珍重大元三尺剑，电光影里

斩春风。”10）元军闻后悔罪而退。弘安二年（1279），无学祖元在历经南宋覆灭，元朝兴起的混乱局面后，应

日本镰仓幕府将军北条时宗的邀请赴日宣传佛法，并成为圆觉寺的开山祖师。无学祖元不仅赢得了以北条

时宗为代表的镰仓众多武士的青睐，而且开山立派留名于宋元之际的江南禅林。东陵永玙在撰写碑铭时自

称无学祖元为其叔祖，且自谦为“俗有瓜葛”，结合二人均生于鄞县的史实，可见二者间的亲族关系为实。

家庭教育的熏陶，氏族环境的培养，这些都是东陵永玙自小便对佛法充满浓厚兴趣的原因。

　　虽说东陵永玙没有面对国都沦陷、城池残破的场景，但是佛教在元代的生存环境已大不如从前。至正

十一年（日本观应二年，1351），东陵永玙受足利直义之请应邀赴日宣扬佛法。适时东陵永玙年岁已高，至

于其为何会不畏艰险，远渡赴日，我们可以从其所著《玙东陵日本录》中寻得线索。如其在自述中曾说道：

　　“永玙，四明人也。闻东国佛法之盛，愿欲一试。而奈大海险阻，远涉难危，遂不果。忽一日有

客，自昆山云：大仓有舶航往日东。于是欣然整包，乃附舟焉。辛卯年三月十六日，舟行廿三日，抵

5 ）	玉村竹二，《五山禅僧传记集成》，思文阁出版，2003年，第516-517页。

6 ）	高楠順次郎，《大日本佛教全書》第108册，潮书房，1931年，第82页。

7 ）	佛教刊行会编，《大日本佛教全書》第102册，名著普及会，1979年，第421页。

8 ）	高楠順次郎，《大日本佛教全書》第110册，潮书房，1932年，第43页。

9 ）	高楠順次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0卷，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961年，第331页。

10）	虎关师炼，《元亨释书》第八卷，第 3 页。



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 第14号

280

一岐。”11）

或许是出于对蒙元王朝的无奈，亦或许是对日本禅宗的向往，东陵永玙一直便怀有“东游扶桑”的愿景。

某日，正值客人来见，相谈中得知有商船往复于中日之间。东陵永玙惊喜之余便赶忙收拾行李，于至正二

年（1351）从大仓乘船，不畏海途艰险东游赴日。当然，东陵永玙的赴日并不是个人单方面的强烈意向就

可以完成的。末年之际，东陵永玙曾亲笔遗书并致信足利义诠道：“永玙，南国僧也。昨因大三条相公令侃

藏主请，至本朝，得蒙相公与老相公作成，十年之间，四住五山。”12）由此可知，东陵永玙的赴日是被邀请

的，某些方面还可以说是带有政治色彩的。

　　东陵永玙的赴日是幸运的，虽然路途艰险且耗费数十日之久，但是安全到达了心中的向往之地。初到

京都的东陵永玙暂居于天龙寺，天龙寺住持梦窗疏石为无学祖元的法孙，加之东陵永玙又与无学祖元有亲

族关系，因而梦窗疏石对东陵永玙格外照顾，为其在日生活提供了有力保障。伴随着赴日成功的事实，东

陵永玙的祈盼终于得到了满足。但是，最初客居他乡的日子是充满艰苦的，由于语言的障碍，东陵永玙曾

在《四明野衲东陵永玙奉饯太清记史老师尊友足下》中说道：

“我从元国来远方，且无朋友论哀肠。语言不通众所忌，惟喜太清独称扬。”13）

全新的环境，陌生的国度，加之言语不通，使得初到日本的东陵永玙倍感焦虑，只能与知晓汉文的太清宗

渭进行交流。而后在足利一氏三代的信任下，加之自己对佛法的刻苦，东陵永玙先后历任天龙寺、南禅寺、

建长寺、圆觉寺、妙智寺等。不仅在佛家禅林间宣讲，同时充分发扬自己于汉诗方面的能力。

　　有关东陵永玙在日的功绩，曾有卍元师蛮的《本朝高僧传》和高泉性潡的《东渡诸祖传》对其进行评

价。其中，《本朝高僧传》中卍元师蛮对东陵永玙的赞语为：

　　“禅祖之来自支那者，亡虑十有五人，皆是一时英杰也。历迁五岳，宗规传世，玙公殿后来。唱新

丰曲，禅海之深，虽不及古，而非今时明僧之类。然观其署述间，有所蔽于诐辞，为玙公惭之，学者

详焉。”14）

卍元师蛮一方面肯定了东陵永玙作为禅师在禅宗教化方面的功绩，另一方面认为东陵永玙在日的相关禅语

有失偏颇，是东陵禅师的遗憾。而高泉性潡对东陵永玙的评价却大为不同，如其在所著《东渡诸祖传》中

的赞语说道：

　　“支那禅门五宗广行于昔，今三宗寥寥弗振，唯临济、曹洞二宗岿然并峙。若此方则自昔以来有此

11）	东陵永玙，《玙东陵日本录》，《五山文学新集》别卷二，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第80-81页。

12）	东陵永玙，《玙东陵日本录》，《五山文学新集》别卷二，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第83页。

13）	东陵永玙，《玙东陵日本录》，《五山文学新集》别卷二，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第80页。

14）	佛教刊行会编，《大日本佛教全書》第102册，名著普及会，1979年，第4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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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宗而已，且诸祖东渡者，济下居多，而洞下乌有。迨东明日与师戾止，大唱五三之旨，续起永平余

韵，厥功顾不伟欤。”15）

高泉性潡对东明慧日、东陵永玙二僧来日高唱曹洞宗旨的行为进行了大加赞赏。当然，东陵永玙为日本佛

教所作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同样也是不可磨灭的。

2 　《玙东陵日本录》

　　《玙东陵日本录》为东陵永玙在日所作的语录，现载于日本学者玉村竹二所著《五山文学新集》别卷二

中，该书所用底本为大正五年（1916）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抄录上村观光所藏本而成的写本。上村观光曾

在《五山诗僧传》中提及从故纸堆收集东陵诗偈数十首，欲加以辑录，以《东陵遗稿》为名进行活字印刷

一事16）。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采用的《玙东陵日本录》本，为一卷一册，封面题签“玙东陵日本录”，原寸

为长25.1厘米，宽为18.3厘米。卷末标注“右，玙东陵日本录。京都市下京区今熊野町上村观光氏所藏，

大正五年七月写了。”17）《玙东陵日本录》共由四部分组成，分别为大元四明东陵和尚住日本国山城州灵龟山

天龙资圣禅寺语录、东陵和尚住瑞龙山太平兴国南禅禅寺语录、疏类、序。此外，《关东诸老遗稿》中也收

录东陵永玙的部分词句，其所采用底本为积翠文库旧藏本。通过检索这些语录，尚未发现其中有关于书法

学习的相关著述，为我们研究东陵永玙的书学观念、书法师承以及书学思想带来困难。

　　东陵永玙作为元代最后一位赴日僧人，其不仅实现了将佛法弘扬于异国的祈盼，而且还在日本开创了

禅宗流派。虽然东陵永玙开创了日本禅宗“二十四流”之一的“东陵派”，但是由于其所属曹洞宗且法系不

盛，因而在其逝世后“东陵派”的影响便在禅林中逐消逝下去。相比较于同时代赴日僧如：一山一宁、西

涧子昙、东明慧日、清拙正澄、明极楚俊、竺仙梵仙等在禅宗史上的贡献以及影响，东陵永玙显得较为逊

色。然而，禅宗史上局限的并未影响东陵永玙在五山文学中的地位。在日期间的东陵永玙不仅进行了大量

的诗文创作，而且积极参与诗文酬唱、挥毫泼墨、题跋作序等文学活动，加之其本身较高的文学素养，因

而结识了许多热衷于文学创作的日本僧，如梦窗疏石、雪村友梅、铁舟德济、独芳清云、义堂周信、石室

善玖等。在这些文学僧的支持下，东陵永玙逐步进入了五山文学的中心，义堂周信称“四明东陵师，乃僧

史才也”。

三　东陵永玙的书法作品

　　东陵永玙作为元代禅僧，并没有在故国留下较多的痕迹，且其扬名立传是在赴日后的十五年间，不禁

使人深思。在日期间的东陵永玙不仅大力提倡曹洞宗风，而且作为日本禅宗“二十四流”之一“东陵派”

的创始人被记录了下来，足见其对中日佛法的贡献之大。东陵永玙在日参禅期间不仅留下了大量的诗文创

作，而且经常撰写碑铭、题记、墨迹等，为后世学者对其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文献资料。然而，

15）	高泉性潡，《东渡诸祖传》，内阁文库本，延宝四年。

16）	上村观光，《五山诗僧传》，民友社，1912年，第55页。

17）	玉村竹二，《五山文学新集》别卷二，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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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学者在进行书法史研究时，将目光大多集中于历朝历代的有名书家，往往将僧人书法置于一个较为

“轻视”的地位。究其缘由，一是僧人书法大多游离于“正统”书法的历史轨迹，二是僧人书法作品的类型

化、独特化、佛教化，使得研究较难顺利进行。有关东陵永玙的书法研究现状便是僧人书法研究的一个缩

影。

　　日本学者中较早关注东陵永玙书法的是熊谷宣夫，其最早于1933年便在《美术研究》发表论文《佛鉴

禅师像：东陵永玙赞》，该文重点对神奈川圆觉寺所藏无准半身顶相进行分析，着重于通过美术学的角度进

行阐释，进而忽略了东陵永玙所题赞书法的艺术价值。而后田山南方于1955年在其所著《禅林墨迹》中收

录东陵永玙墨迹《召庭字号》（梅泽彦太郎藏）、《召庭字说》（重要文化财、京都天龙寺所藏），小松茂美在

1979年所著《日本书迹大鉴》中收录东陵永玙墨迹《诗卷后序》，东陵永玙的墨迹开始被人熟知。中国学者

对于东陵永玙书法的关注较为滞后，主要有韩天雍的《中日禅宗墨迹研究》、胡建明的《东传日本的宋代禅

宗高僧墨迹研究》、戎龙超的《元代佛教书法研究》以及江静的《日藏宋元禅僧墨迹选编》等。综上所述，

有关东陵永玙书法的研究大多流于表面，或依附于其他艺术作品，或一笔带过。不仅没有对其书法作品进

行细致分析，且忽视了东陵永玙书法作品的艺术价值。因此，本文现就东陵永玙所留存于世的书法作品进

行逐一分析。

1 《诗卷后序》

图 1 18）

　　释文：牡丹，花之富贵者也。洛阳之白、姚家黄、魏家紫，倾城观赏者，众以国色称之。至于沉

香亭北、象板、玉箫之乐、隋宫羯鼓之催，今不复见。此花不求称赞，甘处寂寞。于山间与幽人韵士

相得，盖得其久长，无攀折之患。今鹿峰主翁，能发其高度，首成一绝以咏之。名师硕德，和之者众，

遂成巨卷。披诵之余，书此以识一时佳话云耳。文和五祀丙申岁春暮，四明野衲东陵永玙拜题。

　　《诗卷后序》（图 1 ）为东陵永玙七十二岁时所作，现藏于五岛美术馆。由该卷落款可知此卷成书时间

为丙申年初春之际，适时正值日本延文元年（1356），此时的东陵永玙于镰仓建长寺任住持。暮春之时，东

陵永玙前往圆觉寺看望故友乾峰士昙，巧遇乾峰士昙与其众友正以“牡丹”为题进行作诗，并参与其中。

18）	小松茂美，《日本书迹大鉴》第六卷，讲谈社，1979年，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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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众人作诗完成并汇集成卷后，东陵永玙题跋于诗卷之后并留下此墨迹。跋语中首引北宋周惇颐《爱莲说》

之“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足见其对宋学研究之深。

　　《诗卷后序》全卷通篇十四行，楷行二体兼施，虽字字独立却又连贯成行，行与行之间保持均匀的留

白，互不打扰。观其笔势，古朴娟秀，苍劲矫健，行笔间以简单的行进代替复杂的波曲，于质朴之中却又

不失其摹古之势。全篇线条摒弃了大开大合之态，采用等粗的线条进行书写，使得该卷古意盎然，朴素大

方，极具书法的朴拙之美。相比较于今人过分跳动线条的选择，东陵永玙选择如此安静的线条进行书写，

足见其深谙古法之神，并且也与今人行草作品的过分夸张之态形成强烈对比。整卷的章法于朴茂中见疏朗，

得恣肆之态，浓淡相宜的墨色表现不仅丰富了作品色彩的变化，同时也使得该卷更具起伏之态。小松茂美

在其所著《日本书迹大鉴》一书中对此书作大加赞赏，认为其笔意悠扬致、有苍劲之感。

2 　《召庭字号》

图 2 19）

　　释文：召庭。

　　《召庭字号》（图 2 ）为东陵永玙七十五岁时所作，也就是其来日后的第八年，东京梅泽彦太郎所藏。

此卷为大字书作，右侧写东陵老叟四字，左侧写棠禅人书四字，由此可知该卷是东陵永玙为棠禅人所作。

至于东陵永玙为何以“召庭”二字进行书作，还要源于棠禅人慕名向东陵永玙索求道号一事。棠禅人为南

禅寺第二十二任住持大阳义冲之法嗣，其之所以向东陵永玙索求书作，究其缘由，大抵是对东陵永玙佛学

修养与文学涵养两方面的双重肯定。面对棠禅人的索作，东陵永玙并未吝啬，随即楷法榜书“召庭”二字

赠予。

　　《召庭字号》为大字墨迹，其命名源于中间“召庭”二字，该作不仅是东陵永玙唯一的楷书墨迹，同时

也是唯一的榜书之作。召庭二字笔画遒劲，结字工整，体势典正，厚重稳妥，颇有颜鲁公榜书之风范。尤

其是召字上半部分的刀，其钩状与笔画本身呈现巨大的粗细对比，是颜真卿书法的特点之一。该钩以“驻

提”的形式出现，先“驻”再“提”，以“驻”借力，顺势而出。庭字的最后一笔捺画，虽然起笔藏于笔画

之中，但是一波三折之态仍清晰可见。笔画末尾所作波挑，似无意为之，却在无形之中增加了全卷的粗细

对比。纵观召庭二字，俨然是颜真卿的影子，并带有些许南宋书坛大家张即之的风范。虽说东陵永玙并未

留下其书学师承的相关记载，但是仍可从其书迹中寻得部分师法。

19）	田山方南，《禅林墨迹》下巻，思文阁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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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召庭字说》

图 3 20）

　　释文：棠禅人敏而好学者也，乃大阳禅师之高弟。求予立号，因书召庭二字，以答其请，又寄纸

求说，以晓解其义。遂谓之曰：“棠者甘棠也。诗中所谓召伯之教明于南国，美化行于江汉之域，甘棠

之诗盖美召伯也。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拔。今侍者名棠，故取召伯所植之甘棠，其阴满庭。

彼之教化如此，后人怀之，而不敢伐其枝叶。侍者若能以祖道为怀，大行教化于丛林之中，使人敬仰，

岂止棠阴满庭哉。宜自勉之可也，吾说何预焉。”时延文四祀冬仲上澣，前住建长四明东陵永玙。七十

五岁，书于待一轩。

　　《召庭字说》（图 3 ）与《召庭字号》为同一年所作，也是东陵永玙七十五岁时所作，现藏于京都天龙

寺，被列为日本重要文化财。此卷可视作《召庭字号》的姊妹篇，亦可看作是对《召庭字号》的解释。作

为大阳禅师的得意弟子，棠禅人“敏而好学”。但是在面对东陵永玙给其题写的道号“召庭”后，却不知其

中所意，随即再次进行请教。东陵永玙面对如此强烈的求知欲望自然乐于解惑，并为其进行了详细解答。

从解答中可以得知，东陵永玙引经据典，借《诗经》中《甘棠》一诗来解释“召庭”之由来。不仅表现出

他精于参禅顿悟，同时对于诗歌的学习可谓尚古博今。东陵永玙曾在为清拙正澄撰写的《清拙大鉴禅師塔

铭》中说道：“余生于元朝之初，及见宋末三教诸大老。”21）虽然东陵永玙的生活范围为有元一代，但其整体

的文学艺术的宗旨还是向往宋学，这也和江南大部人士的向往是一样的。

　　《召庭字说》全卷通篇十四行，与《诗卷后序》行数相同，不知东陵永玙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之作。该

卷为行草墨迹，依旧保持了字字独立的书写习惯，却又不耽误其笔意连带而露出的顺畅之意。单字来看，

其线条相较于之前的书作显得更加紧实，并且带有些许的篆籀气。笔法愈加娴熟，字体更为紧实，行与行

之间的距离更加疏朗，但通篇来看却毫无分离、疏散之意。线条在行进中凸显流畅而又不滑于表面，颇显

古意。在行草书多弧曲线条的条件下，依然能有这样的保留，实属不易。纵观全篇，粗细变化开始变得极

为明显并呈现跳动之态，这一切源于东陵永玙在行笔时对于“突然提按”的频繁使用。这种突发式的变化，

在增强行草书性情的同时，使得线条更加跌宕起伏并且充满强烈的矛盾对比，但这些变化存于书卷之上却

又是那么的合情合理。《召庭字说》的整体风貌亦可参见颜真卿的《争座位帖》，二者的体态风貌有着许多

20）	田山方南，《禅林墨迹》下巻，思文阁出版社，1981年。

21）	东陵永玙，《清拙大鉴禅师塔铭》，《续群书类从》，续群书类从完成会，1981年，第4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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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之处。暮年之际的东陵永玙，其对于书法的理解早已谙熟于心，不再是简单的模仿与习作的阶段，已

将所学浑然一体并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4 　《题赞无准半身顶相》

图 4 22）

　　释文：得破菴之道。起正继之传。子孙满天下，流芳东海边。佛光接佛国。斯道如俨然。高滩安

上月轮圆。佛鉴无准禅师像，高安少室芳长老请。建长比丘东陵永玙赞。

　　《题赞无准半身顶相》（图 4 ）现藏于镰仓市圆觉寺，为神奈川县文化财。关于其作书时间，由于画上

并未题有任何纪年，且相关文献并未著录此作，故无从考证。熊谷宣夫于《佛鉴禅师像：东陵永玙赞》23）一

文中推测其大约为东陵永玙示寂之前不久所作。该作为东陵永玙为无准师范画像的题赞，文中充分表达了

东陵永玙对于无准师范禅师的高度赞赏，并且文字之间洋溢着仰慕之意。

　　《题赞无准半身顶相》全卷共九行，仅六十一字却高度赞扬了无准师范。该篇墨迹用行书体，错落有

致，行笔之间带有明显的宋代尚意书风，流畅之际却又不显轻浮。题画字迹混圆有致，写得洒脱自在，足

见东陵永玙对于笔法之深谙。笔力浑然于纸上却显得凝练而活泼，题跋与画作之精妙可谓相映相成，颇有

宋人笔墨的雅趣。想必东陵永玙在为无准师范进行题赞时也是充满敬意的。

　　此外，目前可见署名为东陵永玙的墨迹还有两幅，分别为《焚香拜赞》和一副水墨画卷的题跋。其中，

《焚香拜赞》（图 5 ）仅见于徐利明于1990年所著《中日高僧书法集》一书，该书并未标注其藏所，且相关

著录中并未提及此墨迹，真伪难辨，在此不作叙述。另一幅为日本关西2018年春季中国艺术品拍卖会曾拍

卖一副带有署名为东陵永玙题跋的水墨画卷（如图 6 ），该作画面右上侧题跋为：“放袋携书入市中，暮云

一片隔天宫。解言日本现弥勒，千亿分身定此翁。南禅永屿东陵拜赞。”但是观其笔意，并与上述东陵永玙

22）	胡建民，《东传日本的宋代禅宗高僧墨迹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博士论文，2006年，第170页。

23）	熊谷宣夫，《图版解说·佛鉴禅师象》，《美术研究》第十七号，1993年，第36-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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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书作进行比较发现，该作的书学传承与之相距甚远，似不为东陵永玙之作。

图 5 24）

图 6

　　综上所述，东陵永玙并未留下相关论书语录，且有序留存下来的墨迹较少，为我们全面分析其书法风

格特征带来许多困难。但是观察其现存墨迹的笔法与风格，依旧可以其书迹中寻得强烈的元代风貌与宋代

风尚，这种近乎矛盾的双重书法风格的重叠，与东陵永玙的生存环境紧密相联。东陵永玙出生于元代初年，

此刻不仅北方书坛沿袭旧金的崇颜风尚，而且江南地区的小学教育推行颜书。《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仪礼

之《庙学典礼》中曾记载至元二十九年（1292）绍兴路小学中教学活动的规定：

　　“至元辛卯（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廉访分司命复设养蒙斋于东庑，俾儒士及凡民之俊秀，八岁

以上入小学。给早晚膳，选才堪模范者二入教之，月廪各米一石。来学者具束修，贫不能致者，勿强。

日讲授朱文公集注《四书》、《小学》书等，成诵覆说，课以口义、诗对，书用颜字为准，正、录以时

程试而察其勤惰。”25）

通过记录我们得知，元初江南小学中沿袭北方有关规定，诵读的课本皆是程朱理学下有关书籍，并且习字一项

24）	徐利明，《中日高僧书法集》，江苏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89页。

25）	申万里，《元代教育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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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颜字为准”。东陵永玙的生活范围正好与颜真卿书法的推行范围相吻合，因此不难理解其墨迹中带有强

烈的颜鲁公痕迹。有关宋代风尚的痕迹，同样与东陵永玙的生活范围息息相关。东陵永玙的生活之地原本就是

旧宋故土，因此家族中对于宋代书法的并不是陌生的，他们在日常的书写中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幼年的东陵永玙。

　　整体来看，东陵永玙的生活年代跨越整个元代，其赴日时为日本北朝观应二年（1351），时年六十七

岁。在日十五年的时间并不会改变东陵永玙的书写痕迹，因此可以说他的书法是在赴日之前便已成型。元

代书法的发展呈现出一明一暗两条主流，明为赵孟頫的复古之风，暗为颜真卿的盛唐风尚。二者虽表现出

不同的外形特征，但是其中心思想都是以追崇魏晋风尚为旨归。在经历过颜真卿、赵孟頫的洗礼之后，元

代后期书坛开始出现一种新生力量，即隐士书家群体。该群体在面对人生时采取潇洒自在、悠闲处世的态

度，不再为世俗名利所动，转而追寻个性与独特的创新之路，将内心的反叛、淡泊、而又强烈的个人意志

通过书法作品表达出来。东陵永玙面对创新时风的影响，并不会全然拒绝，也不会全盘吸收。但是在其书

作中或多或少都可看到一些时风的影子。如《召庭学说》、《诗卷后序》等，已不再拘泥于原有的固定模式，

开始追寻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个人风貌。

四　结语

　　元代僧人在中日文学、艺术方面的交流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因为他们大量往来于中日之间，

才使得在短短百余年的时间内，中日间的文化交流呈现出一片繁荣局面。正如木宫泰彦所说: “五山文学，

比起平安朝时代贵族玩弄的汉文学以及江户时代的儒者所作的汉文学来，远为优秀，完全摆脱了日本腔调，

几乎和纯粹的宋元诗文学无异。五山文学所以能这样完全摆脱日本腔调，达到可以和宋元诗人作品媲美的

地步。”26）东陵永玙作为元代赴日的众多禅僧中的一位，同时也是最后一位。不仅实现了自我的抱负，同时

也为中日两国间的佛法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异国他乡的艰难环境并没有阻碍其自身文学与艺术的发展，

不仅开创了属于日本禅宗“二十四流”之一的“东陵派”，同时也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文与墨迹，使得其在

禅宗史、五山文学史以及书法史上皆占有一席之地。

　　东陵永玙的书法整体上表现两种风貌，即宋代“尚意”书风和元代“崇颜”书风二者的有机结合。究

其缘由，主要与东陵永玙的家学传承和生活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是其整个家族与家学均来源于对

旧宋的文化传承，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其在自幼的生活与学习中便对宋代“尚意”书风进行了有序的传承。

二是其生活年代已为元朝统治，且跨越其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因而元代书坛的“崇颜”风尚势必会对其书

法学习产生影响。此外，东陵永玙赴日前已六十七岁高龄，其书法风格早已成熟，因而其所创作于日本的

墨迹更多的是对其书法学习的一个展示。较为遗憾的是，东陵永玙并未对书法给予较多的精力，因而并未

留下有关书学的著述，加之其留存于世的墨迹较少，使得其在书法史上的地位较为尴尬，且不为研究者重

视。类似东陵永玙的赴日元僧人还有许多，虽说他们在中国以及赴日后均留下了大量优秀的书法创作，但

是他们大都将一生的精力倾注于佛法且开宗立派，使得其书名被掩盖于历史之中。通过对东陵永玙书法的

探索，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元代书坛的组成部分，而且有利于我们准确把握僧人书法在元代书法史中

的地位，进而可以由此延伸探讨元代僧人书法在中日两国间书法交流方面的重要作用。

26）	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92页。






